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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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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当前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构

建指标体系测算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基于企业数据检验其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就业创造率,并降低就业破坏率,耦合作用下对净

就业增长率产生积极效应,即表现出“创造冶效应;分样本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三线及

以下城市、内销型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最为明显;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市场进出提升就业创

造率,并通过企业调整和市场进出降低就业破坏率。 基于主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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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全球

化退潮、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等诸多变化,但也凸

显了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特有

优势。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

展,力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利用不断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不断强化的信息技术抓住先

机,畅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助推经济高质量

发展。 早在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推动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

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

字中国冶。 此后,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9 年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20 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强调

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基建冶
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新的投资和发展方向。

在中国新冠疫情稳定、国外新冠疫情仍然严峻

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受到了持续压

力。 新冠疫情更是突显了数字化对“稳就业冶的积

极效应,数字经济通过其线上优势,极大程度地减少

了不必要的聚集,对就业市场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为应对就业压力,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包

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工具,以促

进居民就业稳定。 而数字基础设施之于数字经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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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路冶之于“车冶,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数字

基础设施的支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早在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

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
造更多更高质量的新兴就业创业增长点。

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既

有文献尚未直接做出解答,大多研究围绕数字经济

或互联网展开。 一些文献指出,技术革命往往伴随

着就业结构调整,数字经济的“蒲公英效应冶给企业

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1],
数字技术设施建设和移动通信技术升级为美国创造

了 158. 5 万个就业岗位[2]。 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是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载体,也是各学者

在定义或测算数字经济时必然包含的组成部分。 此

外,作为多因素有机结合的数字基础设施与单一技

术模块的互联网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3],两者之间

不能简单等同。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从一个新角度

展开,紧紧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这一关键点,探讨其对

制造业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

补充。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一是与既有文献基于

地区、行业等从总量角度测度就业变动有所区别,本
文基于微观数据综合考虑了企业调整、市场进出对

就业变动的影响,并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其产生

的“创造冶和“破坏冶效应;二是目前关注基础设施对

就业变动影响的文献较多,但主要集中于交通基础

设施,鲜有文献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这一角度展开,本
文从一个新视角提供了新证据。

一、文献综述

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背景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但如何对其进行准确衡

量则是个学术难题。 这一难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具有时代性,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

存有差别,例如,在互联网普及时代,光纤网络、4G 信

号塔是重点建设内容,而当前则以 5G、数据中心、云
计算等为代表,其核心内涵、技术标准不断动态演化;
二是测算数字基础设施的数据可得性,随着数字基础

设施的功能从最起先的联结沟通上升到如今的推动

经济转型升级[4],许多指标未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支

撑,且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数字鸿沟[5],
均为估计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带来了困难。

数字基础设施的测算困难直接导致探讨数字

基础设施的文献较少,且高度集中在国际贸易领域,
这些文献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对外贸易升级的

理论机理[3]、“一带一路冶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困

境[6]、重构数字创意产业的机理和路径[7]、影响全

球价值链升级的机制[8] 等。 虽然学界尚未有公认

指标来估计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但诸多文献将

数字基础设施内嵌于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这为本文

提供了借鉴思路。 例如,吴晓怡等以互联网上网人

数、移动电话用户等测度了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

指标[9];刘军等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数字交

易发展等三个维度测度了中国省份数字经济水

平[10]。 在国别层面上,齐俊妍等以固定宽带普及

率、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网络覆盖率等作为数字基

础设施的二级指标[11];国际电信联盟( ITU)公布的

IDI 指数包含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互
联网普及率等多个指标。 以上文献为本文提供了借

鉴思路。
研究涉及的另一条主线是就业变动,与本文直

接相关的文献有两类,第一类是基础设施对就业变

动的影响,这些研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了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的联合作用,大多肯定

了基础设施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且短期和长期均显

著为正[12],但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结论[13];第二类

是数字经济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一些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方向不一致,美国作为数字经济

规模最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在早期通过提供新就业

岗位、提高工作匹配效率等途径提高就业率[14],但
逐渐出现就业分化现象,对制造业就业产生抑制作

用[15]。 数字经济能够有助于优化中国就业结构,表
现为制造行业就业以先降后升的正“U冶形模式升

级[16],对受雇者和创业者均产生了积极影响[17]。
综合来看,虽然既有文献分别针对基础设施以

及就业变动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三个

缺失:一是既有文献主要基于宏观数据并得出相关

结论,鲜有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二是虽然部分学者

认为制造业显现出数字化特征,但未从数字基础设

施这一视角全面进行诠释,两条主线尚未充分交叉;
三是虽然可将数字基础设施内嵌于数字经济展开分

析,但这种研究范式不易观测到数字基础设施特有

的影响及机制。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
微观视角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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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构建、数据说明及指标测算

1.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Yi,t = 琢 + 茁digei,t + 酌X i,t + regioni + yeart + 着i,t

(1)
式中:Yi,t为被解释变量,具体为就业增长率(RJC)、
就业破坏率(RJD)以及净就业增长率(RJCD)等 3
个指标;digei,t为 t 期 i 企业所在城市的数字基础设

施发展水平,以上变量均依据后文相关公式计算获

得;regioni 为省份固定效应;yeart 为年份固定效应;
着i,t为随机干扰项;X i,t为控制变量。 具体为:淤工资

水平(wage),企业工资水平波动可受到劳动力市场

供需结构和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工资水平波动对于

就业的影响已被大量文献证实[18];于企业年龄

(age),既有研究指出年轻企业的就业创造率较高,
而就业破坏率则较低[19];盂企业性质( soe),为虚拟

变量,国有企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国有企业存在的

委托代理、经营效率等问题,与非国有企业在劳动用

工方面存在差异;榆城市 GDP 增长率(gdp),良好的

经济增长环境是企业组织生产活动的重要保障;虞
人口增长率(pop),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决定了地区

长期的增长潜力,人口和就业问题一直被学界所关

注。 模型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见表 1,样本时间段

为 2003—2013 年。 这一时间段正是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飞速发展的时期,各城市

不仅大规模建设和完善了互联网网络,带动电子商

务蓬勃兴起,并在移动互联网方面实现了“2G 落后,
3G 追随,4G 同步冶的过程。

表 1摇 模型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RJC 就业创造率 本文计算

RJD 就业破坏率 本文计算

RJCD 净就业增长率 本文计算

dige 数字基础设施 本文计算

wage 工资水平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age 企业年龄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soe 企业性质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gdp 城市 GDP 增长率 《城市统计年鉴》
pop 城市人口增长率 《城市统计年鉴》

2. 数字基础设施的测度

无论是基于省市或国别数据,诸多文献在估计

数字经济时都将基础设施作为重要指标,且均涉及

互联网、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多个因素,本文综合

既有文献的研究内容,选取了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数(每百人)、本地电话用户数(每百人)、移动电话

年末用户数(每百人)、电信相关行业从业人数(每
万人)、电信业务收入占 GDP 百分比作为衡量指标,
数据均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 在构建指标体系

后,与既有文献通过对各变量赋予权重进行测算有

所不同,本文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法估计各城市数

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 该方法能够同时考虑个体

及时间因素,从而估计客观的权重结构,这一方法已

被诸多研究采用[20],本文选用第一主成分作为数字

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3. 就业变动的测度

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借
鉴既有文献综合成立年份、营业状态等指标判别新

进企业和退出企业,进而剔除了从业人数小于 9、进
入和退出间缺失数据较多的样本,并通过插值法补

充了缺失数据[21]。 在经过上述处理的基础上,通过

两步法估计 3 个就业变动指标。
第一步,计算企业 p 从 t-1 期到 t 期的就业人

数 L 的变动 驻Lp,t = Lp,t-Lp,t-1,并将就业创造量和就

业破坏量分别定义为 JCp,t和 JDp,t,则:
JCp,t = max(驻Lp,t,0)
JDp,t = max( - 驻Lp,t,0

{ )
(2)

摇 摇 第二步,根据式(3)估计各企业的就业创造率

(RJCp,t)和就业破坏率(RJDp,t)。

RJCp,t =
JCp,t

(Lp,t + Lp,t -1) / 2

RJDp,t =
JDp,t

(Lp,t + Lp,t -1) /

ì

î

í

ï
ï

ï
ï 2

(3)

摇 摇 净就业增长率(RJCDp,t )是 RJCp,t 和 RJDp,t 之

差,反映 p 企业从 t-1 期到 t 期净增长的就业率,即
RJCDp,t =RJCp,t-RJDp,t。 此外,本文将新生企业出现

当年的 RJC 赋值为 2,而消亡企业消失当年的 RJD
也赋值为 2,由此使得 RJCD 的取值区间为[-2,2]。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为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首先观察 dige 项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其对 RJC 造成了正向影响,
意味着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提高企业的就业创造率。此外,表2中dige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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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RJC RJD RJCD 变量 RJC RJD RJCD

dige 0. 002 0***

(0. 000 5)
-0. 002 6***

(0. 000 2)
0. 004 6***

(0. 000 6) dige 0. 001 0*

(0. 000 5)
-0. 002 2***

(0. 000 2)
0. 003 2***

(0. 000 6)

wage -0. 160 0***

(0. 000 8)
0. 103 4***

(0. 000 3)
-0. 263 5***

(0. 000 9) wage -0. 161 0***

(0. 000 8)
0. 103 9***

(0. 000 3)
-0. 264 8***

(0. 000 9)

age -0. 004 3***

(0. 000 9)
0. 001 1***

(0. 000 4)
-0. 005 4***

(0. 001 1) age -0. 004 2***

(0. 000 9)
0. 001 0***

(0. 000 4)
-0. 005 2***

(0. 001 1)

soe 0. 026 4***

(0. 002 6)
-0. 004 6***

(0. 001 1)
0. 031 0***

(0. 003 1) soe 0. 026 3***

(0. 002 6)
-0. 004 6***

(0. 001 1)
0. 030 9***

(0. 003 1)

gdp gdp 0. 005 8***

(0. 000 2)
-0. 002 3***

(0. 000 1)
0. 008 0***

(0. 000 3)

pop pop 0. 003 9***

(0. 000 3)
-0. 000 1
(0. 000 1)

0. 004 1***

(0. 000 3)

_cons 0. 899 0***

(0. 204 8)
-0. 538 9***

(0. 086 2)
1. 438 0***

(0. 239 7) _cons 0. 838 8***

(0. 204 7)
-0. 515 9***

(0. 086 2)
1. 354 8***

(0. 239 6)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1 867 089 1 867 089 1 867 089 观测量 1 867 089 1 867 089 1 867 089
R2 0. 141 8 0. 102 1 0. 125 4 R2 0. 142 3 0. 102 4 0. 126 1

摇 摇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对 RJD 起到了负向作用,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减

少制造业企业就业岗位的消亡,降低了就业破坏率。
结合两者可知,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制造业就业

变动发挥了积极作用,既促进了就业创造,也抑制了

就业破坏。 此外,在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者的耦

合作用下,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对制造业企业的净就

业增长率造成了显著的正向冲击。 以上结果表明,
不应忽略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就业的积极作用,
前者能够通过促进就业创造以及抑制就业破坏对后

者产生影响,显著提升了就业吸纳能力。
在控制变量方面,wage 项分别对 RJC 和 RJD

产生了负向和正向影响,表明工资上涨降低了就业

创造水平,提高了就业破坏程度,这符合理论预判和

中国实际。 一方面,传统劳动经济学指出在完全竞

争市场条件下,工资水平上升提高了用工成本,从而

造成就业的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

升,既往因人口红利带来的低价劳动力供给不足,无
疑将倒逼制造业企业进行转型升级,降低对低技能

劳动力的需求。 age 项的作用方向与 wage 项一致,
表明越年轻的企业就业创造率越高、就业破坏率越

低,并有助于就业净增长。 soe 项对于 RJC 和 RJD
分别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即国有企业相

比于非国有企业在就业变动方面对基础设施具有更

积极的响应,并且能够显著推动净就业增长率。 gdp
项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

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就业破坏,并最终对净就业

增长带来了积极作用。 虽然一些文献认为中国经济

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着“增长悖论冶,但对于制造

业而言,健康稳定的经济发展能够为制造业企业扩

大生产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提升了就业吸纳的能

力。 pop 项对就业创造率产生了较显著的正向影

响,但对就业破坏率的影响不显著,意味着人口增长

对于制造业就业产生了积极作用。

淤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 异质性检验玉:地区异质性

限于地理、经济、社会等因素,不仅各地区的经

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地

区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充分、不平衡现象,呈现出从东

到西递减的趋势。 即使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潜能的

逐步释放,不少中西部城市纷纷出台诸多措施大力

推进数字化转型,但仍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同级别城

市,本文进一步从地区异质性角度展开检验淤,表 3
为相关结果。 可以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不同地区

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变动并非都存在着积极效应,特
别是在东部地区存在着与前文不一致的现象。 造成

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统计数

据预测中国未来 20 年易被自动化技术取代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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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RJC RJD RJCD RJC RJD RJCD RJC RJD RJCD

dige -0. 007 0***

(0. 000 5)
-0. 001 9***

(0. 000 2)
-0. 005 1***

(0. 000 6)
0. 076 5***

(0. 003 6)
-0. 007 8***

(0. 001 3)
0. 084 3***

(0. 004 0)
0. 002 5

(0. 002 4)
0. 000 4

(0. 001 1)
0. 002 1

(0. 002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1 400 886 1 400 886 1 400 886 315 898 315 898 315 898 150 305 150 305 150 305
R2 0. 138 7 0. 102 1 0. 124 9 0. 183 1 0. 087 7 0. 158 5 0. 127 3 0. 149 5 0. 118 1

摇 摇 注:***表示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限于篇幅,这里未列出控制变量的具体结果,详细结果作者备索。

表 4摇 城市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及以下城市

RJC RJD RJCD RJC RJD RJCD RJC RJD RJCD

dige -0. 005 9***

(0. 000 6)
-0. 000 9***

(0. 000 3)
-0. 005 0***

(0. 000 7)
-0. 047 6***

(0. 001 9)
0. 005 5***

(0. 000 9)
-0. 053 1***

(0. 002 3)
0. 036 9***

(0. 002 5)
-0. 010 8***

(0. 001 0)
0. 047 8***

(0. 002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582 025 582 025 582 025 482 091 482 091 482 091 802 973 802 973 802 973
R2 0. 146 3 0. 114 8 0. 129 6 0. 141 7 0. 100 4 0. 122 7 0. 150 9 0. 098 6 0. 134 3

摇 摇 注:***表示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淤划分依据详见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比例达 77% ,远超 OECD 国家的 57% ,而东部地区

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高,虽然

部分中等技能劳动力能够通过培训、学习转向高技

能就业岗位,但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更易对低级技能

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改善

加快了要素流动、加剧了市场竞争,打破了既有的资

源配置格局、就业结构,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数字化

转型难度远高于第三产业,最终导致数字基础设施

改善将劳动力从制造业挤压至服务业,表现为就业

破坏效应。
3. 异质性检验域:城市异质性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二线城

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 3 个子样本淤,表 4 为回归结

果。 可以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降低了一线及新

一线城市企业的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并且在

两者耦合作用下对净就业增长率造成负向冲击。 原

因可能在于,这些城市的就业结构与美国等发达国

家较为相似,随着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推动数字经济

的高速发展,这些城市的劳动力结构向高端化推进,
具体表现为低技能就业占比下降,中高技能就业占

比上升,最终降低了就业创造率和净就业增长率。

对于二线城市而言,数字基础设施不仅降低了就业

创造率,且提高了就业破坏率。 结合现实来看,二线

城市在创新集聚、人才引进、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不

如一线城市,在工资成本、租金水平等方面相比三线

城市也不具有显著优势,导致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对

制造业就业变动未能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值得肯

定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对三线及以下城市制造业就业

的影响,不仅创造了新就业岗位,且抑制了就业破

坏。 结合现实来看,三线及以下城市限于发展基础,
竞争环境相对缓和、就业压力相对较弱,数字基础设

施极大地提升了就业创造,并降低了就业破坏。
4. 异质性检验芋:企业异质性

鉴于外向型企业和内销型企业在自我创新能

力、破除阻碍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别,极有必要

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向型企业和内销型企业就业

变动的影响,表 5 为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虽然数字

基础设施对外向型企业的就业创造率的影响不显

著,但仍对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产生了“双抑

制冶作用,且主要表现为降低了就业破坏效应,并最

终促进了净就业增长率提高。 对于内销型企业而

言,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显著提升了就业创造率,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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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企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外向型企业 内销型企业

RJC RJD RJCD RJC RJD RJCD

dige -0. 000 6
(0. 000 5)

-0. 001 9***
(0. 000 2)

0. 001 3**
(0. 000 6)

0. 034 4***
(0. 003 1)

-0. 006 8***
(0. 001 0)

0. 041 2***
(0. 003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1 709 761 1 709 761 1 709 761 157 328 157 328 157 328
R2 0. 137 6 0. 101 2 0. 121 8 0. 500 1 0. 153 4 0. 465 4

摇 摇 注: **和***分别表示在 5%和 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标准误差。

表 6摇 企业调整与市场进出

样本来源
企业调整 市场进出

RJC RJD RJCD RJC RJD RJCD

全部样本
-0. 013 2***

(0. 000 3)
-0. 001 5***

(0. 000 2)
-0. 009 3***

(0. 000 4)
0. 012 2***

(0. 000 4)
0. 000 3

(0. 000 6)
0. 011 9***

(0. 000 8)

东部地区
-0. 017 2***

(0. 000 3)
-0. 001 4***

(0. 000 2)
-0. 014 3***

(0. 000 5)
0. 008 8***

(0. 000 4)
0. 001 3**

(0. 000 6)
0. 007 5***

(0. 000 8)

中部地区 0. 065 0***

(0. 002 0)
-0. 008 9***

(0. 001 4)
0. 076 1***

(0. 002 8)
0. 006 2**

(0. 002 8)
-0. 028 8***

(0. 003 7)
0. 035 0***

(0. 004 9)

西部地区
-0. 002 3*

(0. 001 3)
0. 000 9

(0. 001 2)
-0. 002 3
(0. 002 0)

0. 005 2**

(0. 0021)
-0. 013 1***

(0. 002 9)
0. 0183 ***

(0. 003 7)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0. 009 6***

(0. 000 3)
-0. 000 7**

(0. 000 3)
-0. 008 1***

(0. 000 5)
0. 003 1***

(0. 000 4)
-0. 003 8***

(0. 000 7)
0. 009 2***

(0. 000 8)

二线城市
-0. 058 7***

(0. 001 2)
0. 006 6***

(0. 000 9)
-0. 065 8***

(0. 001 7)
0. 009 1***

(0. 001 5)
0. 010 0***

(0. 002 3)
-0. 000 9
(0. 002 9)

三线及以下城市
0. 025 7***

(0. 001 4)
-0. 011 5***

(0. 001 0)
0. 040 3***

(0. 002 0)
0. 009 2***

(0. 002 1)
-0. 010 6***

(0. 002 7)
0. 019 8***

(0. 003 6)

外向型企业 -0. 012 7***

(0. 000 3)
-0. 001 4***

(0. 000 2)
-0. 009 5***

(0. 000 4)
0. 010 7***

(0. 000 4)
0. 002 4***

(0. 000 6)
0. 008 4***

(0. 000 8)

内销型企业
-0. 019 9***

(0. 001 7)
-0. 005 2***

(0. 001 1)
0. 005 0**

(0. 0024)
0. 034 7***

(0. 002 3)
-0. 026 0***

(0. 002 8)
0. 060 8***

(0. 004 4)
摇 摇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了 dige 项的回归结果。 详细结

果作者备索。

低了就业破坏率。 一般而言,外向型企业由于需要

与国外企业交流对接,相比内销型企业更早、更熟练

地运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数字基础设

施改善的响应相对较弱。 此外,随着数字基础设施

改善推动新产品、新业务、新模式不断涌现,企业员

工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创新能

力,但这些能力容易局限于企业所在的特定领域,甚
至只能专用于某一企业,导致数字基础设施改善降

低了就业破坏率。
5. 进一步讨论:企业调整与市场进出

技术的突破可能产生“替代效应冶,使就业数量

和就业岗位性质等发生变动[22]。 就业变动既包括

现有企业就业规模的调整,又包括市场进出对就业

岗位的影响,那么数字基础设施更多地通过何种途

径产生影响? 本文将样本拆分为企业调整和市场进

出两部分,表 6 为相关结果。 可以发现,虽然数字基

础设施改善对就业变动存在着显著冲击,增加了现

有企业的就业岗位,但主要通过促进新企业出现,而
非提高旧有企业就业,即就业增加主要是初创企业

实现的,老企业的贡献较少,数字化转型升级效果不

佳。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仅为

25% ,而美国和欧洲的比例为 54% 和 46% ,仍存在

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如何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升

企业内生增长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是未来进

一步推进产业数字化时应重点考虑的方向。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各城市的数字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探讨了

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

示,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就

业创造率,并降低了就业破坏率,对就业总体上表现

出“创造冶效应。 在按照地区、城市、企业的不同特

征细分样本后,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
三线及以下城市、内销型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效

应最为明显。 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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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影响市场进出提升就业创造率,并通过同时影

响企业调整和市场进出降低就业破坏率。
基于本文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系

统谋划,灵活应用数字基础设施的就业促进机制,因
势利导做好当前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有针对性地加

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高质量推进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二是欠发达地区可以抓住数字经济带

来的发展契机,超前谋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寻

求差异化发展,培养引进数字化人才,促进数字化就

业;三是非一线城市可以及时抓住机会,利用自身成

本优势出台相关鼓励措施,顺应数字经济的就业方

式转变,减弱传统就业方式受到的冲击,实现跨越式

发展;四是鼓励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抛弃因路

径依赖、思维惯性所形成的发展惰性,实现实体经济

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应避免美国经济存

在的脱实向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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